
 

产业政策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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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产业政策的执行对企业间工资差距有何影响？文章首先考虑加入了产业政策因素

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从理论上将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影响分解为补贴转移效应与竞争效应两种机

制，并提出如下假说：企业将部分政策补助用于生产，此时支付的更多工资等同于财政的直接补贴；

同时，企业工资水平也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效率，产业政策通过促进或抑制行业竞争改变企业效率，

从而对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一种间接影响，即竞争效应。使用 1998−2007 年中国工业规模以上企业

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中国式”产业政策抑制企业效率带来的负向竞争效应超

过了正向的补贴转移效应，最终造成了企业工资水平下降；然而，一旦产业政策的施行促进了行业

竞争，竞争效应则为正，那么企业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文章研究的结论有助于理解经济改革

过程中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的影响，对推进企业工资体制改革也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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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p.443）中指出，“钱来的容易去得快，在任何地方，消费的一般状

况，与其说是受消费能力的支配，不如说受赚钱难易程度的支配”。本来这段话是用来描述垄断

行业利润是如何被西方皇室奢侈挥霍的，但是对于国家的经济实践来说，产业政策特别是财政

补贴带给企业的无疑是一笔不属于自己辛苦赚取的财富，也可能被相对容易地消费掉（刘海洋

等，2012），从而带来一系列的资源错配。同时，中国的产业政策导向也在发生改变，十八届三中

全会明确提出要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地位。但是，在某些改革落后的产业领域仍然存在

着各种影响企业决策的政策，所以有必要关注中国产业政策对各种经济结果的影响路径，探究

产业政策对企业决策、生产和绩效的影响，这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十分重要的话题，可以

为政策的进一步优化提供指导意见。本文从产业政策出发，探讨学界忽视已久的问题，即产业政

策会带来企业间的工资差距吗？从直觉上说，产业政策的施行牵扯到资源分配问题，会直接影响

企业间的效率差异，而企业的效率则关系职工的工资，建立产业政策与企业工资差异的关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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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企业效率作为纽带。既有文献主要从企业出口、全要素生产率、创新产出和企业风险承担等

角 度 来 评 估 政 府 补 贴 、 研 发 政 策 的 经 济 效 果 （ 邵 敏 和 包 群 ， 2012； 肖 兴 志 和 王 伊 攀 ， 2014；

Aghion 等，2015；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本文首次从企业员工平均工资这一视角对政府补贴的

经 济 效 果 进 行 了 评 估 。 本 文 的 贡 献 在 于 厘 清 了 补 贴 政 策 对 企 业 工 资 的 影 响 机 制 ， 并 运 用

1998−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为减少产业政策带来的扭曲和保证企业工资

内涵式增长提供了相应的启示。

产业政策对企业效率究竟有何种作用？至今，学界仍有争议。新古典强调市场机制的自由

运行，政府不应过多地干预市场，而这成为了产业政策失效时攻击政府的有力武器。但是，市场

也并非万能，有时候完全靠市场可能无法实现国家层面的战略意图。战后日韩经济腾飞的经验

就表明，产业政策对保护幼小（新兴）产业及提升传统产业起到过巨大作用。但基于各国产业演

变的事实与经验研究又表明，产业政策并不总是有利于企业或者行业总体效率的提升（Harris 和

Robinson，2004；Kiyota 和 Okazaki，2010）。在中国，产业政策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间扮演重要贡献

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负面的影响，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学界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多聚焦于政府

的研发或者补贴政策。邵敏和包群（2011）考察补贴政策的选择对象以及补贴程度的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在补贴对象和补贴程度上分别具有“扶持强者”“保护弱者”的特征；韩超（2014）在其基

础上有所突破，利用 Heckman 两步估计考察了战略新兴行业；韩超等（2017）则细致地考察了多种

产业政策及其与补贴的交互作用对企业（行业）绩效的影响。该系列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考

虑了补贴政策的选择性问题。肖兴志和王伊攀（2014）通过建立企业政府模型，探讨了政府补贴

对于企业创新的激励或者粉饰业绩的机制，虽然他们的研究以创新为结果，但仍是用研发投入

衡量创新结果；张杰等（2015）将研究对象聚焦到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上，他们发现政府的财政补

贴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抑制效应，而市场竞争则是促进效应；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探讨了政府

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他们认为适度的补贴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高额度政府补

贴反而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谭诗羽等（2017）则将研究视角转向了国产化政策，发现国产化

政策显著提升了汽车零部件企业的生产率，主要得益于下游整车厂商对上游零部件厂商的纵向

技术转移和溢出，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下降，零部件企业也产生了技术改进的惰性。

出现违背政策初衷结果的原因大多在于产业政策更多地干预了市场竞争，政府代替了市场

并限制了市场竞争；而促进市场竞争的政策看起来更有效率。因此，近期学者开始更多地考虑什

么样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市场竞争，从而让企业在竞争中得到效率提升。江飞涛和李晓萍

（2010）探讨了产业政策对竞争的作用，并提出了中国产业政策的缺陷和改进方向，他们认为，“中

国式”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具有强烈的行政干预性，限制了市场的竞争，从而造成了市场价格的严

重扭曲，是不可为继的。Aghion 等（2015）实证分析了具有维持或者提升市场竞争程度的产业政

策是如何影响企业效率的。黄先海等（2015）扩展了上述发现，并指出了中国产业政策的三种优

化设计方向。虽然有关产业政策对企业效率影响的研究颇多，但政府的产业政策目标不仅限于

此，应让更多的劳动者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产业政策会对企业的效率产生作用，而企业效率又

与职工的最终收入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有必要将产业政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往前推进一步，即

研究产业政策的施行是否会造成企业间的工资差距？这就将产业政策和收入差距问题联系在了

一起，而收入差距问题是学界长期的研究热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分配政策的转变，

市场机制逐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初次分配结果的工资收入不均衡问题也日益突

出，如果产业政策导致企业间存在过高的工资差距，那么最终造成的就是不同群体间的收入不

均衡，会进一步影响国内的有效需求，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因此研究产业政策与工资差距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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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已有很多文献研究了企业间的工资差距，比如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来说有工

资溢价（金祥荣等，2012；马述忠和王笑笑，2015）。Bernard 和 Jensen（1999）认为，出口企业的生产

率优势能获得更多利润，因而支付更高的工资。而垄断企业比非垄断企业的平均工资要高（陆正

飞等，2012；岳希明和蔡萌，2015），这部分研究给出的结论十分一致，为了缩小垄断部门与非垄断

部门间的收入差距须破除行政垄断（崔友平，2015）。综上所述，虽然已有文献围绕产业政策以及

企业间工资差距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对于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工资差距尚缺乏深入探

讨，本文为企业工资差距影响因素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由企业效率差异导致的收入差距是市

场机制作用的客观结果，而当这种效率差异来自产业政策时，那么由于政府“有形之手”越界造

成的效率变化就可能传导至企业间的工资差距上。

二、理论机制探讨

（一）产业政策、创新与工资。本文基于 Aghion 等（2015）的研究构建理论假说，在一个有两家

企业参与竞争的伯川德模型中，企业既可以在同一行业内生产，也可以在不同行业。同一行业内

的两个企业为了规避竞争会加大创新投入，从而有利于其占领市场，排挤对手；企业也可能选择

异于竞争对手的行业寻求差异化发展。而对于政府来说，为了达到某些行业发展目的，希望更多

的企业加入。此时，政府可以通过使用政策补助诱使企业加入到这一行业中来。企业为了占领

市场会加大创新投资，这样产业政策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企业创新，释放市场活力。Aghion 等

（2015）称这样的政策为“竞争兼容型政策”（competition-friendly），即在竞争性行业中，政府的产业

政策不能只为少数企业“搭台唱戏”，而应该更加均等化，这样潜在的进入者才会加入。因此，只

有符合以下条件才能说产业政策是有助的，能够提升企业效率：（1）产业政策诱使企业参与高强

度的竞争；（2）产业政策并不会阻碍行业竞争甚至可能促使竞争。当然，上述发现也得到了经验

数据的验正（Aghion 等，2015；黄先海等，2105）。一旦政府的产业政策有效，那么目标行业的企业

由于创新发展而带来的绩效提升必然有益于整个行业的工资水平提升。以补贴政策为例，补贴

政策可以通过允许更多企业获得补助，从而激励潜在进入者进入市场，对行业在位者和进入者

而言，只有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创新上，才能在更加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并实现提升企业生

产率和创新水平的效果，员工的工资待遇也会随之提升，获得政策带来的福利水平改进。下面通

过更为具体的理论模型来表达产业政策是如何影响企业间工资差距的。

（二）基本模型。假定市场中存在消费者和企业两个主体，与 Melitz（2003）的设定一样，异质

性企业在垄断竞争行业中生产差异化产品，假定差异化产品的真实消费指数 Q 采取 CES 形式，即：

Q =
[w

j∈J
q( j)βd j

]1/β

, 0 < β < 1 （1）

β其中，j 代表差异化产品 ，J 是行业产品的集合，q（j）表示对产品 j 的消费， 则表示产品间满足常

替代弹性。消费者在收入约束下购买不同的产品来最大化其效用，即：

Max U =
[w

j∈J
q( j)βd j

]1/β

s.t.
w

j∈J
p( j)q( j)d j ≤ E （2）

那么，企业 j 的需求函数可以表示为（3）式，P 表示差异化产品的总价格指数。

p( j) = E1−βPβq( j)−(1−β) （3）

P ≡
[w

j∈J
p( j)−β/(1−β)d j

]−(1−β)/β

（4）

其中，U=Q 为消费者效用，p（j）是产品 j 的价格，E=PQ 为行业总消费额。

吴万宗、谭诗羽、夏大慰：产业政策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

•  19  •



ϕ

ϕ

假设企业在获得政策补助后，会根据他们所感知的市场竞争程度权衡资源的分配，有以下

两种途径使用这笔补助：作为生产的部分 SP 与研发的部分 SR，SP+SR=1。其中生产部分被用于支

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投入品购买以及投资等各项费用，相当于直接的财政转移补贴了企业生

产；而用于研发的部分是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管理效率等一系列旨在提高

企业生产力的费用，这部分则间接通过企业效率影响人均工资水平，可以视为产业政策的竞争

效应。因为设定劳动为唯一的投入要素，假设生产部分用于支付工资的占比为 ，归为企业收益

的金额为（1- ）Sp，则企业的总收益为：

R( j) = r( j)+ (1−ϕ)S p( j) = p( j)q( j)+ (1−ϕ)S p( j) = Aq( j)β+ (1−ϕ)S p( j), A = PQ1−β （5）

其中，R（j）为加入了政策补助后企业 j 的总收益，r（j）则为企业通过销售产品所获销售收益。接下

来，构造简单的生产函数：

y = θhγ, 0 < γ < 1 （6）

θ θ θ θ

θ

其中，h 代表企业雇佣的人数，假设企业在没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上搜寻 h 个雇员所需要的成本

为 b（ ），b（ ）为 的增函数； 代表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为了简便，并体现异质性企业特征，本文用

代替 j 来表示具有不同生产率的企业。

θ θ

对于企业与雇员间的收益分配问题，本文利用讨价还价博弈（Bargaining Game）解决。在讨

价还价之前，对参与者双方来说，企业和雇员的信息是充分的。一方面，企业为了生产而进行的

沉没成本（sunk cost）投资是需要雇佣劳动力生产补偿的，所以他们需要雇员；另一方面，作为劳

动力市场上的求职者，时刻面临失业选项（outside option wage=0）的冲击，所以他们需要工作。①因

此，本文沿用 Stole 和 Zwiebel（1996a，b）的设定，w（ ，h）为企业 必须支付的工资函数，该函数满足

微分方程（7），再根据（5）式和（6）式可以得到该微分方程的解，由（8）式表示。

∂[r(θ,h)−w(θ,h)h]/∂h = w(θ,h) （7）
w(θ,h) = βγ · r(θ,h)/[(1+βγ)h] （8）

βγ βγ βγ

π θ

可见，企业和雇员讨价还价的结果就是分别以 1/（1+ ）、 /（1+ ）分割企业的销售收益。

最后，根据企业和员工对收益的分割，可以写出企业的目标利润函数 （ ），联合（5）、（6）两式，企

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及其一阶条件可以表示为（9）式和（10）式。

π(θ) ≡max
h≥0

{
Aθβhγβ/(1+βγ)+ (1−ϕ)S p−b(θ)h− fd

}
（9）

βγ · r(θ)/(1+βγ) = b(θ)h （10）

再根据（8）式和（10）式以及政策因素的加入，可以得到如下的企业平均工资表达式：

W̄(θ,h)=βγ · r(θ,h)/[(1+βγ) ·h]+ϕS p/h = b(θ)+ϕs̄p （11）

（三）影响机制探讨。企业平均工资表达式（11）表明，企业平均工资是随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而增加的，效率高的企业雇佣能力更大的劳动力与之匹配，从而维持或者进一步提高其生产率。

因此，企业为雇用到能力素质一流的劳动力，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Bernard 和 Jensen，1995，1997；

Helpman 等，2012）。在考虑了产业政策变量之后，企业可能会将投入生产的政策补助用于发放工

资，这相当于产业政策的直接补贴效应，也就是说即使两个企业拥有同样的效率，但是产业政策

会扭曲这两个企业的工资差距。另外，基于 Aghion 等（2015）的分析，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强度

SR 是受产业政策导向影响的。一旦产业政策具有竞争兼容性，那么企业会将更多的政策补助用

 
①为了简化模型，本文取博弈双方的谈判权重，即谈判力（bargaining power）对等。实际上，本文接下来考虑的产业政策会扭曲这一关系

（刘海洋等，2012），但这不影响本文的最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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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创新而非生产，这样将会增大企业创新成功的概率或者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效果，从而传导

为企业人均工资的提升。大量的经验研究也验证了上述发现，研发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周亚虹

等，2012；汤学良等，2015）。而员工的平均工资和企业生产率是正向关联的（Bernard 和 Jensen，

1999），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工资也会相应提高。因此，企业将政策补助用于创新的部分能够通过

效率这一中间渠道影响平均工资水平。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的影响通过补贴效应和竞争效应两个渠道实现。其中，补贴转

移效应为正，竞争效应的符号取决于产业政策

对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当产业政策

是以竞争兼容方式实施时，该类政策通过激励

企业竞争提升工资水平，此时竞争效应为正；反

之，产业政策会抑制企业创新，使企业效率降

低，工资水平过低，此时竞争效应为负。产业政

策对企业工资的总效应最终取决于两个效应之

间的强弱关系。图 1 简洁地概括了这一假说，

接下来通过计量模型检验上述假说。

三、实证策略、数据与变量

（一）实证策略。在阐述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本文依据（11）式构建如

下线性方程，作为本文实证分析的基本计量方程，即：

lnwageijt = β0+β1industry_policyijt +β2t f pijt +β3othercontrolijt +δDi jt +µijt （12）
其中，lnwageijt 为行业 j 中企业 i 在 t 时期的平均工资，industry_policyijt 为企业 i 在当年获得的补

贴，tfpijt 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othercontrolijt 是影响企业工资的其

他控制变量，Dijt 为企业所有制、年份、地区和行业等虚拟变量，µijt 为扰动项。

β1

β1 β1

本文首先考虑在基本回归中只添加补贴这一核心解释变量，然后逐次添加其他控制变量，

最后加入另一个关键变量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一过程中观察政策变量系数 的变化情况，从而捕

捉产业政策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对工资的影响。由于采用“由小到大”的建模方式，因遗漏变

量而产生不一致估计的概率将逐步减小。基于前文理论分析，一旦“中国式”产业政策在平均意

义上给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效果是负向的，那么通过这一间接效应导致的企业平均工资也

将是负向的，所以模型预测补贴系数 在加入 tfp 变量之前将为负数；而控制了 tfp 之后， 将变为

正数，表示在控制其他解释变量后，产业政策对企业平均工资较为一致的直接效应是正向的。接

着将基本回归方程（12）中的被解释变量换成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进一步验证产业政策是

如何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这个中间变量影响企业工资的，这是产业政策通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传

导的间接效应，具体的回归方程如下：

tfpijt = γ0+γ1industry_policyijt +γ2controlvariablesijt +σDijt +εijt （13）

εijt

其中，tfpijt 为行业 j 中企业 i 在 t 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industry_policyijt 为企业 i 在当年获得的政

策补助，controlvariablesijt 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其他控制变量，Dijt 表示企业所有制、年份、地区

和行业等虚拟变量， 为扰动项。

γ1

β2

β1

（13）式的 若小于零，那么“中国式”产业政策对企业效率的抑制作用就得以验证。结合式

（12）的 ，作为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平均工资的影响，理论上应该为正。那么，通过式（12）与式

（13），便可梳理出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作用的两条路径：代表直接效应的 ，产业政策的补贴转

 
图 1    产业政策对工资的影响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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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2 γ1移效应预测为正；而另一条路径则通过 与 的符号判断，通过政策补助导致的企业效率变化对

企业平均工资的影响为负。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本文研究对象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1998−2007）》。该数据每年由国家统计局负责对年销售产值高于 500 万元的“规模以上”制

造业企业进行调查，时间跨度长、企业样本量大，数据较为权威，且主要以企业财务指标为主，为

科学地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便利。为了保证用于实证分析数据的质量，本文参考

Cai 和 Liu（2009）、Brandt 等（2012）以及一般公认会计准则，对原始数据库中财务指标的异常或缺

失、从业人数小于 8、销售收入小于 500 万元的样本进行了剔除，最终得到一个跨度 10 年，企业观

测数量超过 180 万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集，该数据能够客观反映连续 10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变迁。

本文重点关注产业政策对企业平均工资的影响，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平均工资（lnwage），用企

业本年应付职工工资总额除以企业员工人数，再取自然对数得到，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

动，工资总额数据使用消费价格指数（以 1998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政府的产业政策形式是多种

多样的，除了行政管制和行政协调这类直接规制手段，实际操作中采用更多的是政府财政补贴、

减免税和增值税等间接的经济手段。本文选取研究中最为常见的补贴强度（syratio）为核心解释

变量，通过企业所获补贴金额与企业工业总产值之比来衡量。另外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企业生

产效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刻画，Olley 和 Pakes（1996）提供了 TFP 的估算方法，该方法能有效

解决最小二乘法（OLS）存在的偏误问题。

除了关注的产业政策和反映企业绩效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可能影响企

业的平均工资，参照已有文献，选择如下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规模大的企业可以获得规模经

济，从而有更高的平均工资。本文采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值来表示企业规模。（2）出口状态，出

口企业往往代表了高技术、高品质产品，能够获得参与国际市场的工资溢价，本文用当年企业出

口交货值是否大于零表示企业的出口状态。（3）人均资本，人均资本反映企业的技术水平与生产

效率，人均资本高的企业往往有更高的工资。用实际资本存量与员工人数之比来刻画人均资

本。（4）企业年龄，用数据报告年份减去企业创建年份计算。（5）考虑一些行政垄断对工资的影

响，需要控制企业所有制性质，依据路江涌（2008）的方法，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state）、民营企业

（private）和外资企业（foreign）；同时控制了年份、地区和行业虚拟变量。这些变量能够较好地控

制企业的微观特征、时间、区域和行业效应。表 1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表 2 汇报了基本回归方程（12）的结果，其中第（1）栏只考虑政策补助这

一核心变量，虽然第（1）栏的结果为正，但是并不显著；而第（2）至第（5）栏在依次添加了其他控制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计算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补贴强度（syratio） 补贴值/企业工业总产值 0.0035 0.0802 0 59

平均工资（lnwage） 平减后工资总额/员工总数，取对数 2.2643 0 .7311 −7.8043 11.2286

全要素生产率（tfp） OP方法估计所得，取对数 3.3924 1.1722 −7.6345 11.3585

企业规模（size） 企业总资产，取对数 9.5839 1.4223 0 .6939 18.6644

出口状态（export） 企业出口交货值大于0为1，否则为0 0.2798 0.4489 0 1

人均资本（percapital） 实际资本存量/员工总数 86.8893 246.1540 0.0012 93 316.3300

企业年龄（age） 数据报告年份减去企业创建年份 10.0825 11.5230 0 449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Stata软件计算；下表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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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之后，政策补助的系数稳定为负，且显著。当表 2 第（6）栏加入了 tfp 变量之后，政策补助系

数则变为正。这一系数方向的变化证明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水平的直接影响为正，一旦控制

了所有主要变量之后，政策补助的估计系数为 0.0551，这表明企业补助占产出的比重每增加 1%，

会使受补贴的企业工资水平增加 0.0551%。因此，政策补助这一额外财富的增加会扭曲企业间的

工资差异，表现为产业政策的转移效应。第（6）栏中其他控制变量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基本符

合预期：大企业、有出口经历的企业都会有工资溢价，而人均资本对工资的影响为正，这表明单

位员工的技术水平高并能使用更多的资本，从而通过更多的资本收益获取更多工资；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对工资的影响最为突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每增加 1%，企业平均工资可以提高 16.88%。

可以看出，企业效率是员工待遇的主要来源，更有效率的企业员工工资更高，这一发现使得政策

补助通过企业效率途径影响工资水平更受关注。第（7）栏，进一步加入了补贴与企业效率的交互

项，随着企业效率的提升，工资水平同时提高，这表明补贴和效率的共同作用是正向的。

当然，补贴变量的估计系数在加入全要素生产率之后的改变，让我们有理由怀疑补贴与企

业的生产效率有着很强的负向关联。补贴可能通过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导致企业工资水

平下降，表 3 报告了回归方程（13）的结果。

表 3 中的第（1）栏显示补贴的提高反而抑制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按照本文前述理论的分

析，企业生产率在平均意义上并没有提高，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并没有将这部分补助更多地用于

表 2    基本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syratio 0.0090（0.0056） −0.0130**（0.0055） −0.0122**（0.0055） −0.0135**（0.0054） −0.0130**（0.0054） 0.0551***（0.0052） 0.0659***（0.0056）

size 0.1024***（0.0003） 0.1011***（0.0003） 0.0873***（0.0003） 0.0919***（0.0004） 0.0743***（0.0003） 0.0743***（0.0003）

export 0.0243***（0.0011） 0.0344***（0.0011） 0.0384***（0.0011） 0.0331***（0.0011） 0.0332***（0.0011）

percapital 0.0003***（0.0000） 0.0003***（0.0000） 0.0003***（0.0000） 0.0003***（0.0000）

age −0.0029***（0.0000） −0.0008***（0.0000） −0.0008***（0.0000）

tfp 0.1688***（0.0004） 0.1688***（0.0004）

syratio·tfp 0.0088***（0.0016）

private 0.0273***（0.0012）

foreign 0.2067***（0.0015）

N 1 841 804 1 841 804 1 841 804 1 841 804 1 841 804 1 841 804 1 841 804

adj. R2
0.3017 0.3363 0.3365 0.3439 0.3456 0.3973 0.3973

　　注：*表示p<0.10，**表示p<0.05，***表示p<0.01；括号里为标准误；基本回归模型同时控制了观测企业所处地区、产业和年份效应；

下表统同。

表 3    产业政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

解释变量 tfp New product rd

syratio −0.1961***（0.0077） −0.0757**（0.0378） 1.0000***（6.76e-07）

size 0.0443***（0.0005） 0.6805***（0.0043） 1.7651***（0.0044）

export 0.0073***（0.0017） 1.6563***（0.0112） 1.4306***（0.0106）

percapital −0.0001***（0.0000） −0.0003***（0.0000） 0.9994***（0.0000）

age −0.0064***（0.0001） 0.0251***（0.0005） 1.0083***（0.0003）

tfp_lag 0.6382***（0.0007） 0.1613***（0.0037） 1.1410***（0.0036）

N 1 249 028 1 131 726 1 247 702

adj. R2
0.5938 0.1526 0.1614

　　注：当研发（rd）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报告的数值为Logit模型各个解释变量的几率比；tfp_lag为滞后一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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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投入，通过表 3 中第（2）、（3）栏可以发现，补助的提升并没有提高企业选择研发的概率，反映

企业创新结果的新产品产值也随之下降，这表明企业并没有将补助更多地用于创新。这些发现

的另一种解释与邵敏和包群（2012）所描述的国内大量企业“为补贴而补贴”类似，即企业获得补

贴之后并没有将这部分补助用于提升企业效率而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补充。因此，当企业长期没

有创新、没有新产品推向市场并且效率低下时，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自然会受到影响。也就是

说，财政补助如果没有促进企业竞争性，那么反而加深了企业的“惰性”，最终使这种补助效果适

得其反，不但没有起到激励企业成长，反而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更会严重扭曲企业间的工资差距。

（二）内生性处理。虽然基本模型尽可能多地考虑了企业异质性对工资差异的影响，但是仍

然存在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回归结果的偏误较大，基本模型中可能遗漏了企业那些不

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例如，企业是否是高科技企业。一方面，高科技企业的工资相对较高；另一

方面，“中国式”产业政策也更倾向给这些企业补助。所以，这一遗漏的企业特征造成了产业政

策的内生问题。因此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s）对产业政策影响工资差距的机制进行了再检验。

基本模型可能存在的另一个内生性问题来自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工资间的双向因果关

系。根据 Yeaple（2005）的研究发现，工资是员工能力的信号，高工资意味着企业拥有更高能力的

工人，这样有利于 TFP 的提升，因此 TFP 存在内生性。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本文选取平减后的中

间投入品价值作为 TFP 的工具变量，并采用 GMM-FE 估计同时解决上述两类内生性问题。同

时，参考韩超（2014）以及韩超等（2017）的研究，企业的补贴可能是由其自身特征带来的，假使企

业是亏损企业，那么也许寻求补贴或者补贴的结果仅仅是为了弥补亏损或者掩盖不好的业绩，

因此直接效应的考虑可能还需要考虑企业接受补贴的各种情况。本文采用 Heckman 两步法解决

这一自选择问题。即在第一步通过企业的上一期绩效以及特征估计其获得补贴的概率，再根据

这一修正的结果去对企业工资进行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4，为了便于比较，表中同样列示了

混合回归的结果。

表 4    工资差异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Lnwage

（1）Panel-Pooled （2）Panel-Fe （3）Panel-Re （4）IV （5）GMM （6）Heckman

syratio 0.0659*** 0.0345*** 0.0461*** 0.0548** 0.0484*** 0.0297***

（0.0056） （0.0131） （0.0168） （0.0218） （0.0157） （0.0056）

size 0.0743*** 0.0829*** 0.0748*** 0.0777*** 0.0756*** 0.0617***

（0.0003） （0.0036） （0.0025） （0.0014） （0.0035） （0.0022）

export 0.0332*** 0.0177*** 0.0309*** 0.0342*** 0.0117*** 0.0316***

（0.0011） （0.0020） （0.0017） （0.0015） （0.0024） （0.0033）

percapital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0.0000） （0.0001） （0.0000） （0.0000） （0.0001） （0.0000）

age −0.0008*** −0.0008*** −0.0016*** −0.0012*** −0.0007*** 0.0003***

（0.0000）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tfp 0.1688*** 0.1510*** 0.1615*** 0.1365*** 0.2406*** 0.1594***

（0.0004） （0.0010） （0.0008） （0.0061） （0.0182） （0.0013）

syratio·tfp 0.0088*** 0.0004 0.0037 0.0098 −0.0013 0.0044***

（0.0016） （0.0035） （0.0049） （0.0064） （0.0045） （0.0014）

private 0.0273*** 0.0101*** 0.0279*** 0.0334*** 0.0069*** 0.0211***

（0.0012） （0.0023） （0.0016） （0.0017） （0.0022） （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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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表 4 中第（1）栏和第（2）栏的政策补助变量系数，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比混合回归的

估计系数小，这说明基本回归方程（12）遗漏了企业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第（3）栏的随机效应模

型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发现；对比第（1）栏和第（4）栏，tfp 变量的系数变小说明由 tfp 带来的内生性

会使混合估计结果偏大，引入工具变量能够降低这一影响。最后，GMM-FE 方法同时控制了

syratio 和 tfp 这两个变量的内生性，通过第（5）栏可以发现，相关变量的系数均比第（1）栏有所减

小。最后，与基本结果相比，Heckman 两步估计的结果中，补贴政策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

数减小了，但方向没有变化。

（三）稳健性检验。

（1）考虑不同的回归方法。表 4 分别用了混合回归、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工具变量

法、GMM 和 Heckman 两步估计方法，这六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核心解释变量政策补助

的估计系数并没有发生方向上的改变，这些处理内生性的方法也进一步验证了基本回归结果的

稳健性。（2）考虑将被解释变量替换成员工福利，同时参照谭诗羽等（2017）的方法，加入了另一

个产业政策变量税收减免（tax_holiday）作为解释变量。职工的最终薪酬应该包括基本工资和所

得福利，而在现实中，企业获得额外补助也可以直接以福利的形式转移给职工。具体的回归结果

见表 5，同样列示了各个内生性处理的结果。表 5 中 GMM-FE 估计显示，政策补助每增加 1%，会

使受补贴企业员工平均福利增加 0.0630%，其他结果与表 4 相比未有差异。

表 5    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Lnbenefit

（1）Panel-Pooled （2）Panel-Fe （3）Panel-Re （4）IV （5）GMM （6）Heckman

syratio 0.1155*** 0.0653** 0.0844** 0.0955** 0.0630** 0.0404***

（0.0434） （0.0294） （0.0339） （0.0401） （0.0302） （0.0104）

tax_holiday 0.0012 0.0023*** 0.0010 0.0011 0.0023*** 0.3153***

（0.0027） （0.0002） （0.0022） （0.0026） （0.0004） （0.0514）

size 0.0836*** 0.0969*** 0.0824*** 0.0900*** 0.0981*** 0.0635***

（0.0024） （0.0046） （0.0034） （0.0022） （0.0047） （0.0038）

export −0.0151*** 0.0063* −0.0147*** −0.0127*** 0.0072* 0.0002
（0.0025） （0.0037） （0.0029） （0.0026） （0.0043） （0.0058）

percapital 0.0004***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0.0004***

（0.0000） （0.0001） （0.0001） （0.0000） （0.0001） （0.0000）

age 0.0003*** −0.0007*** −0.0008*** −0.0004*** −0.0007*** 0.0010***

（0.0001） （0.0002） （0.0001） （0.0002） （0.0002） （0.0002）

tfp 0.1982*** 0.1717*** 0.1868*** 0.1372*** 0.1574*** 0.1947***

（0.0010） （0.0016） （0.0012） （0.0123） （0.0347） （0.0024）

续表 4    工资差异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Lnwage

（1）Panel-Pooled （2）Panel-Fe （3）Panel-Re （4）IV （5）GMM （6）Heckman

foreign 0.2067*** 0.0152*** 0.1628*** 0.2106*** 0.0128*** 0.2142***

（0.0015） （0.0043） （0.0027） （0.0019） （0.0041） （0.0050）

K-P rk LM 4 252.0860 1 259.2690

K-P rk Wald F 303.3190 113.6300

N 1 841 804 1 841 804 1 841 804 1 841 804 1 703 020 1 308 708

adj. R2
0.3973 0.1888 0.3963 0.3954 0.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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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讨论：具有竞争兼容度的产业政策效应

上文的回归结论是产业政策平均意义上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区分出产业政策的施行方式，

即产业政策究竟是以更竞争性的方式还是更集中的方式施加。Aghion 等（2015）和黄先海等

（2015）均考察了产业政策的竞争兼容度（ComHerf_subsidy）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因此，本文继

续追问产业政策竞争兼容度对企业工资的作用。本文借鉴前者所使用的赫芬达尔指数来构造产

业政策的竞争兼容度，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ComHer f_subsidyi jrt = 1−
∑
h∈ j,h<i

(
subsidyh jrt

sum_subsidy jrt

)2

（14）

按照不同年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划分市场，对于在 t 年 r 地区 j 行业的企业 i 来说，其所要

面对的政策竞争兼容度（ComHerf_subsidyijrt）由 1 减去该企业所处市场的赫芬达尔指数得到。需

要指出的是，在计算赫芬达尔指数时排除了企业 i 自身所接受的补助。通过上述方法估算得到

的指标能够给每一个企业带来其所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不但刻画了产业政策施加的离散性和

均匀性，而且由于每个企业自身所获补助并没有参与分式的分子与分母部分，可以有效规避产

业政策的内生性问题。由理论分析可知，当市场中的企业感受到了产业政策的高竞争程度时，为

了 在 竞 争 中 不 落 下 风 ， 企 业 必 然 将 更 多 的 精 力 投 入 到 效 率 提 升 上 （ 沈 坤 荣 和 孙 文 杰 ，2009；

Aghion 等，2015），具体表现为生产成本的降低或者产品质量的提高（李丹丹和王平田，2016），从

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这种优势也会通过企业的工资表现出来。表 6 是基本回归模型（12）

加入了产业政策竞争兼容度之后的回归结果。

表 6    产业政策的竞争兼容度与企业平均工资

解释变量
（1） （2） （3） （4）

lnwage lnwage tfp_op lnbenefit

syratio −0.0125（0.0121） 0.0482***（0.0149） −0.1440***（0.0087） 0.0511***（0.0197）

CompHerf_subsidy 0.3106***（0.0029） 0.0150***（0.0040） 0.0840***（0.0059） 0.0177**（0.0070）

size 0.0723***（0.0038） 0.1231***（0.0018） 0.0947***（0.0052）

export 0.0128***（0.0023） 0.0323***（0.0031） 0.0090**（0.0042）

percapital 0.0004***（0.0001） −0.0001***（0.0000） 0.0004***（0.0001）

age −0.0007***（0.0001） 0.0061***（0.0001） −0.0007***（0.0002）

续表 5    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Lnbenefit

（1）Panel-Pooled （2）Panel-Fe （3）Panel-Re （4）IV （5）GMM （6）Heckman

syratio·tfp 0.0208* 0.0081 0.0136 0.0224** 0.0084 0.0177***

（0.0119） （0.0077） （0.0092） （0.0107） （0.0077） （0.0027）

private 0.0338*** 0.0129*** 0.0333*** 0.0449*** 0.0135*** 0.0324***

（0.0021） （0.0037） （0.0026） （0.0030） （0.0037） （0.0069）

foreign −0.0105*** −0.0209** −0.0382*** −0.0012 −0.0205** −0.1421***

（0.0036） （0.0089） （0.0046） （0.0037） （0.0085） （0.0093）

K-P rk LM 3 786.9490 1 012.5850

K-P rk Wald F 267.3570 87.3460

N 1 505 487 1 505 487 1 505 487 1 505 487 1 363 576 1 027 266

adj. R2
0.177 0.062 0.1761 0.173 0.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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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第（1）栏是只考虑政策补助变量和产业政策竞争兼容度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政策

补助变量虽然不显著，但还是对企业工资有负向影响，这和基本回归结果是一致的。政策的竞争

兼容度对企业工资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结合第（2）栏，在控制了影响企业工资水平的其他变量特

别是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后，产业政策竞争兼容度的估计系数变小了，这说明产业政策竞争

兼容度和企业效率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发现得到了第（3）栏回归结果的验证，这表明

产业政策的竞争兼容度越高，由此带来的企业效率提升也越大，这会增加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

第（4）栏则将被解释变量替换成企业平均福利，结果与以工资为被解释变量时基本一致。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中国劳动者收入不均衡问题日益严重的经济环境下，本文探讨了产业政策与企业间工资

差距的关系。通过引入产业政策的异质性模型，得到了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工资的机制：企业获得

补贴可以直接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福利转移给职工，这是正向的补贴效应；如果此时市场的竞

争程度不是很高，那么企业不会留足补贴用于提升企业效率，由效率下降造成的工资下降则是

负向的竞争效应。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在

没有控制企业的效率之前，财政补贴对工资的影响为负，这是财政补贴的总效应。而一旦将企业

效率控制在同一水平，受补贴的企业工资水平显著高于未收补贴的企业，这说明补贴的直接转

移效应为正。将全要素生产率、新产品产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之后，补贴对其有负向影响，因此通

过企业效率传导的竞争效应为负，而竞争效应显然超过了直接转移效应。（2）进一步考虑具有竞

争兼容度的产业政策之后，提升行业竞争程度的产业政策同时提高了企业工资水平，无论是补

贴的转移效应，还是竞争效应都为正，这种工资的提高则是由企业效率带来的质的飞跃。

以上结论为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启示。首先，企业补贴是政府转移支付行为，相当于收入的

二次分配，但如果这个转移支付会通过企业效率导致工资的下降，就违背了产业政策的初衷。即

使效率相同的两个企业，有财政支持的企业将会比没有支持的企业平均工资更高，因此这直接

关系到了政策补助的公平性问题。通过分析，过去“中国式”的产业政策没有兼顾公平，最终也

破坏了效率，产业政策的不合理施行给我国的基本工资制度改革带来了阻碍，不能拿一部分企

业的收益去补助另外一部分，相关政策制定者如何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兼顾公平是需要慎重

权衡的。本文认为，产业政策应该在那些竞争程度更高的行业内施行，或者产业政策应覆盖得更

加离散均衡，从而诱使企业去参与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最终企业间工资的差距是有效市场

竞争的结果，这样的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的影响才能与我国分配制度在内涵上一致。

其次，对于存在大量“僵尸企业”的行业，产业政策的制定应更谨慎。这些行业中的企业由

于长期得到大量补贴，缺乏竞争意识。产业政策应从提升这些企业的效率出发，使其生产重新焕

发生机，进行技术或者产品革新，对于这部分企业的补贴可以转为给技术人才的工资补助，一来

可以为企业吸引人才，帮助企业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能避免直接补贴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

政府也可以帮助这部分企业组织员工培训（worker training），将补贴金以员工教育费的形式发放

续表 6    产业政策的竞争兼容度与企业平均工资

解释变量
（1） （2） （3） （4）

lnwage lnwage tfp_op lnbenefit

tfp 0.2320***（0.0167） 0.1422***（0.0338）

private 0.0067***（0.0022） 0.0388***（0.0033） 0.0134***（0.0037）

foreign 0.0127***（0.0041） 0.0220***（0.0062） −0.0218**（0.0085）

N 1 834 249 1 695 469 1 244 992 1 357 734

adj. R2
0.1556 0.1757 0.2878 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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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宗和汤学良，2016），既可以提升劳动力技能，促进企业效率提升；又能为员工的职业生涯提

供更多保障，一旦企业倒闭，得到技能培训的下岗职工也可以更加灵活地适应劳动力市场。

最后，本文以补贴为内容研究了产业政策与企业工资的关系，而产业政策的财政手段还有

很多，比如税收减免。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政府也推出了“减税降费”等政

策为企业减负。本文研究的补贴是在给企业收益做加法，而税收减免则是给企业成本做减法，二

者对企业效率以及工资的影响机制是否一致，如何科学地使用这些政策手段促进企业效率以及

工资的提升，都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 本文曾在 2016 年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宣讲过，感谢与会专家的建议；同

时感谢外审专家和编辑部老师对本文提供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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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ly existent son-preference of Chinese families，and the other is that families are sensitive to gender dis-
crimination existent in China labor market. There are some obvious different findings between our research
and existing literature. First，existing literature focuses more on the gender structure of siblings，like the pro-
portion of girls on all family children，but we study the number of siblings，including the number of brothers
and sisters，which can help us to find the effect of the SEDE more accurate. Second，existing literature argue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brothers has negative effect on education achievement，but the proportion of sisters has
no effect on education. However，we show that bo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has neg-
ative effect on education achievement，and the negative effect strengthens if the individual is a girl.

Key words:  number of siblings； resource dilution theory； education dilution； gender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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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8页)
of China industrial policy brings the wage gap between enterprises？ This paper considers subsidie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introduces industrial policy factor into a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 model，and theoretic-
ally decompos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licy on enterprise wages into two mechanisms，namely subsidy
transfer effect and competition effect. And it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hypotheses：the enterprises spend part
of policy subsidies on production，and now more wages paid are equivalent to direct fiscal subsidies；at the
same time，enterprise wage level also depends on enterprise production efficiency，and industrial policy
changes enterprise efficiency through promoting or inhibiting industrial competition，thereby having an indir-
ect influence on enterprise wage level，namely competition effect. Next，this paper empirically checks above
theoretical hypotheses by using the data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from 1998 to
2007. Specifically，the control variables are gradually added，and the variable reflecting subsidy policy has al-
ways been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enterprise wage level. After controll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
terprises，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idy policy and enterprise wage level becomes positive，while the im-
pact of subsidie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is negative. Then we can conclude that：negative
competition effect resulting from China-style industrial policy through inhibiting enterprise efficiency exceeds
positive subsidy transfer effect，finally leading to a reduction in enterprise wage level. This paper further ex-
plores the issue of a competition-friendly industrial policy based on Aghion et al.（2015）that shows the disper-
sion of government industrial policy coverage. Once industrial policy target is more extensive，the competitive
effect of policy on enterprise wages will turn positive，and enterprise wage level will increase accordingly.
These research conclusions help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industry policy on enterprise wages in the pro-
cess of economic reform，enrich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enterprise wages，and have enlightenment for deepen-
ing the reform：the unreasonable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y has hindered the reform of basic wage
system reform in China，and we can not bring some enterprises’ revenues to subsidize the other；the fairness of
this behavior is questionable，and how to give priority to efficiency as well as equity needs to be weighed care-
fully and repeatedly by policy formulators. Subsidies for some enterprises can be converted into wage sub-
sidies for skilled workers，which on the one hand，attract talents to enterprises and help enterprises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on the other hand，avoid the negative effects resulting from direct subsidies for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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